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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现代化】

数字赋能如何促进乡村自主治理？
———基于“映山红”计划的案例分析

李燕凌，陈梦雅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大数据时代运用数字技术为基层治理赋能成为新趋向。 文章运用案例分析法，构建“数字赋

能－自主治理”解释性分析框架，探究“映山红”数字治理变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可推广之处。 研究

发现：数字技术从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公共资源的统筹协调三个维度赋能，
为乡村自主治理提供外源动力；外源动力促进村民参与权、决策权、知情权与评议权的增强，形成内

源动力；外源动力与内源动力融合催生互动－信任－互惠的社会资本，形成混合动力；三重动力共同作

用破解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大难题，形成以制度的有效供给破解集体行动

困境，从而实现数字赋能促进乡村自主治理。 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的关键在于识别主要问题，实

现精准赋能；强化主体能力，实现个体赋能；契合地域特色，实现“现代性”与“乡土性”的匹配。
关键词：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乡村振兴；“映山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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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明确指出，要“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
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 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政

府形态由“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转型，社会治理与服务在数字世界的探索也逐渐展开 ［１］ 。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具体应用，其在推动社会治理自主化、现代化、精细化过程中的优势

日渐显现。 从“硬件”层面来看，我国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互联网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已

成为普遍应用的城乡居民基本生活设施，这为现代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基本保障 ［２］ 。
从“软件”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推动数字乡村的发展，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

为数字乡村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 数字技术的嵌入为传统乡村自主治理注入了新

动力，对于提高乡村自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创新乡村自主治理模式，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３］ 。
学界围绕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作用展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技

术对乡村社会结构和话语体系的重塑。 Ｍｅｒｇｅｌ 等 ［４］ 指出数字技术改变了乡村组织文化和服务

提供的方式，让村民和多元主体能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设计与交付过程，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朝

着双向交互式变革。 牛耀红 ［５］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搭建网络公共参与平台，联结分散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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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原子化”村民，使村庄从形式化村民自治回归真正的乡村自治模式。 二是数字技术对

乡村权力体系的再构。 杜姣 ［６］ 指出技术治理可加强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规范村干部治理行为，
保护村民权益。 赵秀玲 ［７］ 提出运用数字技术可实现对乡村治理监管的全面覆盖、全民参与、全
程监督，助推乡村反腐，促进乡村善治。 邬家峰 ［８］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强化村民的主体性权

利，促进了乡村公共能量场由“权威主导型”向“互动博弈型”转变。 三是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

模式的优化。 王欣亮等 ［９］ 研究发现，大数据应用于乡村治理领域在提升乡村自主治理主体的协

同性、治理内容的精准性与治理手段的有效性上具有驱动作用。 方堃等 ［１０］ 提出了跨地域、跨部

门、跨功能整合的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性治理进路。 沈费伟 ［３］ 研究发现乡村治理过程

中可利用数字技术增强个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完善制度结构体系，从而促进公

共资源整合协调，助推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
综上，数字技术的运用实现了乡村社会结构和话语体系的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中农民也逐

步外化为“数字自我” ，重构了乡村社会权力体系，优化了乡村治理模式，对传统乡村自主治理

产生了巨大冲击 ［１１］ 。 数字技术成为促进乡村自主治理的“软实力” ，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成

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１２］ 。 但已有研究侧重于将数字技术运用于乡村治理领域的实

现路径与宏观理论层面的外在因素探究，而鲜少聚焦于乡村自主治理领域，忽视了从赋能的视

角探究数字技术促进乡村自主治理的运作潜力和实现机制，及其背后蕴含的动力机制。 随着数

字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各地纷纷开展将数字技术引入乡村治理的试点，其中较为成功

的是浙江省 Ｄ 镇下辖各村施行的“映山红”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的计划。 “映山红”计划以数

字治理平台为齿轮，联结政府导治和村民自治，通过政府导治“小齿轮”带动村民自治“大齿轮”
有效转动，促成了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成了数字赋能促进乡村自主治理的

目标。
本研究尝试从“映山红”数字治理案例出发，探究数字赋能促进乡村自主治理的运行逻辑，

尝试回答数字赋能助推乡村自主治理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如何形成？ 在数字赋能背景下，乡村

自主治理的实现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拟通过对浙江省 Ｄ 镇下辖多个村庄施行的“映山红”计划

进行深入分析，在实践与理论的对话中对中国场景下的数字赋能促进乡村自主治理的微观运行

机制进行刻画，探讨“映山红”计划的成功原因及推广价值。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数字赋能说

数字赋能是赋能理论在信息时代的延伸和发展。 “赋能”一词最早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由美国学者 Ｓｏｌｏｍｏｎ 提出。 “赋能”的目的在于帮助无权者获得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提高

被赋能者的社会参与能力、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 ［１３］ 。 “赋能”从根本上讲在于通过构建自由主

体间的互动和交换，实现在可能领域内创造性驱动力与创新路径的形成，并激发主体实现既定

目标的能力。 数字赋能以“数字化”理论和“赋能”理论为支撑。 前者受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

力理论、信息处理理论的影响，更关注数字赋能过程中的技术构建、机理探究和场景创新；后者

则更多是对授权赋能理论、包容性创新理论、内源式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数字赋能”是指

运用各种新兴数字技术，通过提供平台、技术扩散和场景改造等方式，激发和强化行动主体自身

的能力，加速解决使用主体过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乡村治理场域将数字技术与赋能理论有机融合，能够激发乡村自主治理的内在潜力，实

现在治理过程中回应需求、治理有效、行为负责的有机整合 ［１４］ 。 具体而言，数字赋能主要通过

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为乡村自主治理增权赋能：一种方式是，数字技术能够通过发挥自身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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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准性强、包容度大的直接优势，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领域通过平台构建、
技术嵌入和场景改造等数字化手段助力乡村治理主体对乡村进行高质量的现代化管理与服务，
推动乡村实现物理层面的现代化发展 ［３］ 。 另一种方式是，数字技术通过发挥间接优势，打破乡

村社会的封闭性，拓宽村民社会交往空间；克服信息传播的单向性，拓展乡村治理中不同利益主

体话语博弈与公共对话的渠道；为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便利条件，从而促

进乡村公共精神的回归，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热情。 简言之，现代数字信

息技术可通过发挥自身的直接优势与工具性间接优势为乡村自主治理双重赋能。
（二）自主治理说

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被认为是小规模公共事务治理的较优选

择。 自主治理理论在中国乡村自治场域中所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村民群众和村干部在参

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有效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从而使全体成员在面对“搭便车” 、
逃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能够始终保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一致目标。 这

就涉及自主治理理论中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大难题的破解。
第一，制度供给。 即由谁设计以及如何设计自主组织的制度以实现公共池塘中每一个占用

者的利益均衡。 奥斯特罗姆提出，当人们通过长期生活在相互沟通、密切接触的公共池塘资源

系统中，逐步建立了彼此间的信任和集体观念，并形成了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互惠互利的行为方

式时，就具备了制度供给与设计的社会资本。 第二，可信承诺。 制度供给问题解决后，就涉及

“你遵守我便遵守”这一可信承诺问题。 为保证可信承诺的实现，奥斯特罗姆设计了以下五项

原则：一是清晰界定的边界，明确规定资源本身的边界和有权占用者；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

地条件一致，充分考虑当地的特殊性质以确保治理规则与本地条件相契合；三是集体选择的安

排，受治理制度影响的绝大多数人能够参与制度的设计和修订；四是监督，对公共资源状况和参

与者的行为进行监督；五是分级制裁，根据违规程度采用分级惩罚的方式对违规者进行制裁。
第三，相互监督。 奥斯特罗姆发现，让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通过自我激励监督他人的方式比外

部强制监督方式更为有效。 因此，破解相互监督难题的关键在于让占用者拥有监督他人的动

力。 在这个过程中，可信承诺难题的破解加强了自治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相互监督的增强又

进一步提高了规则承诺的可信度 ［１５］ 。
（三） “数字赋能－自主治理”解释性框架

１．数字技术三维赋能，催生乡村自主治理外源驱动力

学界研究认为，传统乡村自主治理过程中主要面临三大现实困境：一是乡村社会关系“原子

化”问题加剧，公共精神匮乏，大众话语式微。 乡村社会关系“原子化”具体表现为村民个体间

联系的弱化以及集体行动能力的缺失 ［１６］ 。 城镇化进程中“流动”已成为常态，在这个过程中

“熟人社会” ［１７］ 逻辑开始解体。 人情纽带的疏离与弱化使村民社会行动的价值法则不再是集体

目标而是个人利益 ［１８］ ，当村集体无法为村民提供显性利益或村民的个体利益需求无法有效表

达并得到回应时，村民则选择逐步脱离乡村公共事务，集体行动陷入僵局，乡村公共性日渐萎

缩 ［１９］ 。 二是乡村治理过程“形式化”问题突出，公共价值流失，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学者们研究

发现，“项目制”使得村两委以获得财政投入和完成绩效考核为动力去完成政府目标，“压力型

体制”使基层政府具有选择性治理行动取向，“政治锦标赛”现象的存在，导致村两委行动具有

很强的权宜性、变通性和短期性，其中“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成为其重要选择，进而导致村

治主体行动逻辑脱离村民需求，乡村自主治理丧失社会公共价值 ［２０］ 。 乡村治理民主化制度运

行过程中，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环节被掌权者虚化，民主选举也出现了程序性参与

和实质性参与不平衡的问题 ［２１］ 。 三是乡村自主治理模式“碎片化”问题凸显，村社组织资源集

约统筹能力不足。 一方面，乡村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和有机整合，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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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组织内部条块分割管理导致乡村社会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重组与合理配置；另一方面，由
于乡村基层政府自身的权责、成本、效率和专业化程度等方面的局限，多数地方存在治理主体间

信息不互通、服务不精准、资源配置失衡、资金投入分散等问题，没有形成推进基层治理工作的

合力。 针对乡村自主治理中乡村社会关系“原子化” ，治理过程“形式化” ，治理模式“碎片化”三
大问题，结合数字赋能理论，数字技术可从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公共资

源的统筹协调三个维度嵌入为乡村自主治理精准赋能，为提高乡村自主治理效能提供技术层面

的支撑，形成乡村自主治理的外源驱动力。
２．外源动力激发内源动力，促进村民自治权利的增强

通过数字赋能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依托现代数字技术为身处各地的村民提供多样化的社

交平台和话语表达平台，增进村民个体间的沟通联系，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增强村民公共事务

的参与度。 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有利于村民对自身利益的表达，拓宽了乡村治理中不同利益主

体话语博弈和公共对话的渠道，进一步保障了村民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重大村务的决策权。 依

托数字治理平台实现村务信息的透明公开，打破了数字鸿沟，加强了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双向

互动，使农民在乡村公共空间的权力关系网络中逐渐从被动对象转变成能动者。 通过数字赋能

公共资源的统筹协调，依托数字化手段发掘乡村分散的、闲置的、未被利用的资源，统筹规划已

有的基层治理资源，整合协调组织内外部的资源，有利于村两委进行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实现

对乡村社会需求的精准回应。 在数字赋能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和公共资

源的统筹协调三重外源动力的作用下，强化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权、重大村务决策权、日常村务

知情权和自下而上评议权，保障了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面

推进，激发了乡村自主治理的内源动力。
３．外源动力融合内源动力，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

社会资本是帮助个体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实现自主治理的关键，决定着乡村是否有条件进

行自主治理。 现有研究主要从社会关系网络、互惠规范以及信任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探究，
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紧密关联。 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互动越频繁，互惠规范越能得到普遍长期的

遵守，社会信任水平也越高。 在外源动力和内源动力的相互融合、联动作用下，可增强村民与村

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形成高信任水平的社会资本；提高村民参与社会关系网

络的频率和积极性，形成紧密的亲熟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乡村公共精神与合作精神的产生，形成

村民普遍遵守的互惠规范，催生互动－信任－互惠的社会资本的形成。
４．数字赋能内外联动，促进乡村自主治理的实现

根据自主治理理论，要实现乡村自主治理，必须破解自主治理的三大难题，即制度供给、可
信承诺和相互监督。 其中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是达成可信承诺和实现相互监督的前提和基础。
外源动力与内源动力相互融合为制度的有效供给培育了良好的社会资本。 在数字治理平台支

持下，村民与村两委可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各种公共规则，实现数字赋能乡村自

主治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从而破解集体行动困境。 实现制度有效供给后，在外源动力与内源动

力双重驱动下，通过技术层面与能力层面的支持，重塑乡村诚信体系，加强村民、村干部、政府三

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达成三方的可信承诺，从而规范乡村社会公共秩序。 通过搭建数字治

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村务公开，既为村级自治组织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和遵守公共规则提供

监督平台，也保障了村民参与乡村自主治理的民主权利。
数字技术从乡村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公共资源的统筹协调三个维

度赋能，为乡村自主治理提供技术层面的外源动力。 在外源动力作用下促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

权、重大村务决策权、日常村务知情权和自下而上评议权的增强，激发村民参与乡村自主治理的

内在潜能，为乡村自主治理提供能力层面的内源动力。 外源动力与内源动力的融合催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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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互惠的良好社会资本，为实现乡村自主治理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良好的社会资本条

件下，配合技术与能力层面的支持，内外联动、相互作用，共同破解自主治理三大难题。 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提出“数字赋能－自主治理”解释性分析框架（图 １） ，明确数字技术嵌入的三个维

度，显示数字赋能促进乡村自主治理动力机制的形成过程。

图 １　 “数字赋能－自主治理”解释性分析框架

三、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的实践探索

Ｄ 镇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南部，下辖 ２２ 个行政村，１ 个社区。 从 ２０１９ 年“映山红”
数字治理变革启动至今，Ｄ 镇下辖的多数乡村面临的自主治理难题均得以破解，治理能力与治

理质量大幅度提升。 本文对 Ｄ 镇数字治理变革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笔者团队多次前往 Ｄ 镇走

访调研多个村庄，与 Ｄ 镇相关领导、各村村两委主要干部、村民代表进行深度访谈，通过线上观

察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
（一）数字赋能乡村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

Ｄ 镇各村主要依托“戴村工分宝”数字治理平台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重塑乡村公共话语体

系：一方面，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 村民可通过“戴村工分宝”平台开设的“我有话说”窗口，将
个人诉求和对村庄发展或村干部工作的意见发布在平台上。 另一方面，引导村民树立民主参与

观念。 “映山红”计划通过采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数据形成独有的个人身份“ ＩＤ” ，科学

评价每一位村民的贡献，并基于这些公开透明的数据给村民回馈相应的权利和激励。 如根据积

分排名情况可享受优先售卖各种农产品、优先享受公共服务等，或折合成现金在村里指定超市

使用。 这个过程实现了村民的行为数据化、数据资产化，使村民感受到经济和道义层面的公平，
激发村民的公共参与热情，使村民从原子化的个体回归自治主体。

数字赋能乡村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不但提供了村民与基层政府话语互动的空间，降低了

村民表达诉求和传递信息的成本，同时根据积分高低为村民提供物质奖励与相关政策倾斜，增
强了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提升了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与关注度，进而增强了村民

重大村务决策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

９６

第 ３ 期 李燕凌，陈梦雅 　 数字赋能如何促进乡村自主治理？



以前村里有什么大事都叫村干部和党员去开会讨论，我们的想法也没有什么机会

表达。 现在我们可以在平台上自由发言，大家都可以为村里的发展出主意。 （ Ｅ 村村

民 Ｌ，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今年我们村举办“映山红”年俗节，村民们的态度那真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啊。 我们通知发出去半个小时不到就凑齐了上百名志愿者，村民们也一下子大方起来

了，当天待客的土特产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全部免费提供给客人。 （ Ｓ 村副书记 Ｔ，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二）数字赋能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

Ｄ 镇各村依托数字技术构建自上而下的村干部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监督渠道，畅通村民

对村干部公共事务处理的监督路径，实现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 “戴村工分宝”通过镇村两级

制定一系列详细的工分规则，村民在平台上的操作都对应了一定的工分奖励，工分又可进一步

转化成信用分。 信用分通过算法动态管理，并在联盟链上登记确权，广泛应用于村民经济发展

与社会发展的众多场景中，村内多项评比和决策均以村民个人信用分的高低为主要依据。 此

外，许多关于乡村经济发展、建设规划、政策实施和民主评议等公共事务的处理也逐步转移到线

上，村干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对村务工作进行公开，村民可以清楚地知道村干部做了哪些事，如
何做的，做得怎么样。 村两委的服务态度和质量可作为线上民主评议的重要依据。

通过数字赋能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村民和政府依托平台建立了信息双向沟通机制，形成

了村委政策执行和村民参与的全过程双向监督机制，重塑了乡村诚信体系，促进了村务信息的

公开和公共事务处理过程的规范化与透明化，增强了村民对日常村务的知情权和自下而上的评

议权。
过去所谓的村民监督就是村干部贴在公告栏里的几张表，现在村里大大小小的事

情“工分宝”里都有告示，很多评比以公开的信用分为依据，大家都在手机后面盯着呢，
村里的事情咱们心里有数了，也就放心了。 （Ｌ 村村民 Ｃ，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以前村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对我们的工作恶意揣测，四处散播谣言，现在一切

都可以用数据说话，我们也能自证清白了。 （Ｅ 村副书记 Ｃ，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三）数字赋能公共资源的统筹协调

Ｄ 镇各村运用数字技术对乡村集体资源进行发掘、整合，有效盘活房屋、土地和劳动力三大

乡村资源，实现对公共资源的统筹协调。 例如，Ｓ 村将“三改一拆” 、全域整治清理出来的约 ２００
亩空地和各类闲置房屋统一整理修缮后，打造成美丽菜园和特色民宿，由村民有偿承包，承包者

可在平台上进行农产品售卖和民宿出租。 村民和顾客可通过扫描菜园和民宿的专属二维码进

行点评打分，承包者则根据积分的高低实行末位淘汰制。 此外，村干部还可利用平台发动村民

参与村内公共事务。 如疫情期间，Ｂ 村村干部在“戴村工分宝”上发布了志愿者招募活动后，志
愿者队伍从 １５ 人迅速扩大到 ２００ 人，村民通过参与志愿活动以及参与期间他人的打分评价可

获得相应的积分奖励。
数字赋能公共资源的统筹协调，一方面有利于对乡村分散的、闲置的、未被利用的资源进行

开发与整合，实现乡村公共资源与治理资源的扩容重组，并依托数字技术对多种资源进行科学

统筹配置以实现对乡村社会需求的精准回应。 另一方面，随着村内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在数字

治理平台上发布，简化了办事程序，降低了行政成本，缓解了村干部的治理压力，为村民生活和

村干部工作带来了便利。
美丽菜园和特色民宿的推出将村里闲置空地和房屋充分利用了起来，还打通了供

应端和消费端，打造出乡村特色产业，不仅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村里还节约近 ３０ 万元

的卫生保洁费。 （ Ｓ 村书记 Ｃ，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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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工分宝”开设了田园学堂、环境卫生、荣誉申报、志愿服务、公共事务、文体活

动等多个服务窗口，这些服务上线后不但受到干部和群众的一致称赞，我们的工作开

展也更加顺利了。 接下来我们还打算将村规民约、小微工程、党员发展等重大事项上

线开展民主评议。 （Ｂ 村书记 Ｇ，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四、数字赋能促进乡村自主治理的运行逻辑

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应着力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 下文将结合上文构

建的“数字赋能－自主治理”理论框架探究“映山红”计划中数字赋能助推乡村自主治理的动力

机制及实现机制。
（一）动力机制：数字赋能助推自主治理动力形成

数字技术作为促进乡村治理的外源性要素，主要通过政府补贴或外部决策机构引入，由政

府或技术专家主导，因此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外源性发展模式的特征。 在推

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如果仅有外源动力的驱动，那么很可能导致乡村发展走向依附性、不
平等、无主体性和无根基的发展模式。 与外源性发展模式相对的是内源性发展模式，内源性发

展突出地方参与，重视培育地方认同，注重对地方资源环境和文化的保护性开发。 但在实际发

展过程中，内源性发展模式过于局限对当地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忽视外部资源的注入，从而逐渐

被新内源性发展模式替代。 新内源性发展模式强调内源性动力与外源性动力的融合、乡村内部

主体与外部主体的互动、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整合以及乡村治理主体能力的提高与权利的增

强。 因此，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由外源性动力激发乡村发展内源动力，保障农民主体地位，提高

村民自主治理能力是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的关键。
首先，“映山红”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模式运用“数字技术”这一外源性要素，通过数字赋

能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和公共资源的统筹协调，为乡村自主治理注入技

术层面的外源动力。 在外源动力生成过程中，通过积分排名和信用分使用，促进村民广泛参与

乡村公共事务，突出了地方参与；通过设置多元公共活动参与和知识文化普及窗口，构建村民公

共话语空间和公共文化空间，形成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培育了地方认同；通过对乡村闲置土

地、房屋与劳动力的发掘利用，打造特色乡村产业，实现了地方保护性开发。 其次，在外源动力

的驱动下增强了村民自主治理的参与权、决策权、知情权与评议权，进而提升村民自主治理“能

力”这一内源性要素，为乡村自主治理催生能力层面的内源动力。 最后，在外源动力与内源动力

的交融下，加强了乡情乡亲联络，促进了村民间的频繁互动，形成了紧密的亲熟关系网络；通过

频繁的互动，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强化了村民共同体意识，形成了高信任水平的社会关系；基于

熟人社会地缘、血缘关系形成的村庄价值观念和人情往来机制规范着村民个体的行为，形成了

村民之间互惠互利的行动逻辑；互动－信任－互惠社会资本的生成为乡村自主治理提供了“混合

外源－内源动力” 。
“映山红”数字治理是一种内外融合的乡村发展模式，它既调动了外部资源，充分运用“数

字技术”破解地方发展的困境与局限，又增强了乡村自主治理主体自身的能力，还利用乡村的地

方性知识和本土资源，激发了乡村自主治理的内在潜力。 在这种内外融合的乡村发展模式下，
形成了促进乡村自主治理的三重动力，即技术层面的外源动力、能力层面的内源动力和社会资

本层面的内外混合动力。 三重动力共同驱动，推进乡村自主治理。
（二）实现机制：三重动力共促自主治理难题破解

１．制度有效供给，破解集体行动困境

根据自主治理理论可知，实现制度有效供给的前提是具备互动频繁、高信任水平和互惠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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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社会资本，以及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 Ｄ 镇通过数字赋能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为破解制

度供给难题提供了外源动力，形成了制度协商的开放话语空间；通过外源动力与内源动力的融

合，为实现制度有效供给提供了社会资本。 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弥合村民在经济利益、道德情感、
程序公平等多方面的差异化诉求是促成集体行动的前提。 Ｄ 镇各村村民在参与乡村自主治理

过程中，可在数字平台上自由便捷地表达需求与建议，村两委在制定一系列公共治理规则时，通
过综合线上线下的民情民意，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适配性高、可操作性强的具有本土特

色的乡村治理制度。 由于各种制度供给均以村民为核心，将村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
使村民们愿意自觉遵守共同议定的各项公共规则，进而破解了乡村自主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

困境。
２．达成可信承诺，规范乡村公共秩序

奥斯特罗姆设计的自主治理中可信承诺有效实现的五项原则，在 Ｄ 镇下辖乡村自主治理规

则中，均得以体现：第一，清晰界定的边界。 “映山红”数字治理平台分为村民和游客两个登陆

窗口，只有实名注册的当地村民才可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治理，并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与政策

倾斜。 第二，占用与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一致。 第三，集体选择的安排。 在上文制度的有效供

给机制中充分体现。 第四，监督。 通过数字赋能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Ｄ 镇各村运用数字治理

平台采集村民主动行为数据和日常规范数据，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贡献以工分和信用值的形

式记录下来。 数字治理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所有记录透明且不可被篡改，使村民积分公

平可信、公开透明，相互监督成本较低、便于执行。 第五，分级制裁。 在数字治理平台上，村民所

得工分和信用分的高低与贡献度呈正比，根据村民个人积分给予相应的奖励。 因此，Ｄ 镇乡村

自主治理在数字赋能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充分具备达成可信承诺的条件，从而规范了乡村公共

秩序。
３．形成相互监督，保障村民民主权益

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通过自我激励的方式进行监

督。 大多数村民会根据自身的受益程度来选择是否参与公共事务，因此形成乡村相互监督的氛

围，促进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处理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关键。 Ｄ 镇在数字赋能双

向监督机制的完善这一外源动力的推动下，村民通过平台监督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可获得积分，
将相互监督变成了一个村民利益感知性强的公共活动，使村民在公共利益的供给过程中也能获

取个人利益，增强了村民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提升了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与关注度，营造出

乡村治理相互监督的良好氛围。 相互监督的形成可使村民各项民主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五、结论与讨论

针对当前乡村自主治理过程中社会关系“原子化” 、治理过程“形式化” 、治理模式“碎片化”
等突出问题，尝试运用数字技术为乡村自主治理赋能或可成为促进乡村自主治理的有效路径。
本文选取成功进行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创新实践的浙江省 Ｄ 镇进行个案研究，在理论与现实

的对照下，结合数字赋能理论与自主治理理论，构建了“数字赋能－自主治理”解释性分析框架。
研究发现 Ｄ 镇充分挖掘现代数字技术的价值与潜力，结合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和本土资源，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搭建具体应用载体，通过政府导治的“小齿轮”带动村民自治的“大齿

轮”有效转动。 通过数字赋能乡村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公共资源的统筹

协调，为乡村自主治理提供技术层面的外源动力；外源动力促进村民参与权、决策权、知情权与

评议权的增强，激发村民自主治理能力层面的内源动力；在外源动力与内源动力融合作用下，催
生互动－信任－互惠的社会资本，形成混合动力。 三重动力共同驱动，促进自主治理有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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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制度的有效供给破解集体行动困境，达成可信承诺规范乡村公共秩序，形成相互监督保障

村民民主权益，从而实现数字赋能促进乡村自主治理。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第一，要识别主要问题，实现精准赋能。 数字技术赋能效

应的发挥取决于能精准识别数字技术的嵌入点。 正如韦伯·比克所说：“社会团体赋予技术特

殊的意义，组织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技术，则取决于他们的需求和根据环境变化采取的措施。”要

真正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找准数字技术的嵌入维度，实现服务需求端

与资源供给端的匹配，避免出现“为数而数”和数字“负”能等问题。 第二，要强化主体能力，实
现个体赋能。 数字赋能在乡村自主治理中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是否强化了村民自治能力。 乡

村自主治理不能只靠数字赋能单一输血式推进，其核心在于“人” 。 要充分尊重村民在乡村自

主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村民自主治理权力，提升村民参与乡村自主治理的能力，促进乡村自

主治理内源动力的形成。 第三，要契合地域特色，实现“现代性”与“乡土性”的匹配。 数字赋能

乡村自主治理的可持续性在于实现数字技术与本土资源的耦合。 要在把握地方性资源与本土

文化的基础上，保留传统乡村社会的情感交流、诚信原则与互惠主义，引进能实际解决本土问

题、契合当地乡村治理场景与文化传统的先进手段和工具，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嵌入式创新。
只有将“现代化改造”与“地方性保护”结合起来，实现数字技术与本土资源的耦合，才能真正为

乡村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从全国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探索实践来看，与 Ｄ 镇“映山红”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模式

类似的还有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实施的“桥头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以

众联村为样板，并向全镇推广的“五和众联”乡村治理模式，贵州省清镇市凤山村推出的区块链

数字治理平台“凤山数屋”等经验案例。 可见，“映山红”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模式是可复制

的，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与可推广性。 但同时，“映山红”计划的成功是基于其既有的经济与社

会条件的。 当前，推广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模式仍面临着部分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数字技术运用成本较高、治理主体知识素质与技术运用能力不足等问题，并面临技术精英俘

获公共利益带来数据伦理风险等挑战。 显然，实现“映山红”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模式推广和建

设不是一日而成，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实施的背景下，利用现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

理已是大势所趋，可通过逐步优化并寻求新的突破路径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１］米加宁，章昌平，李大宇，等 ．“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变革［ Ｊ］ ．
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２０，１７（１） ：１－１７，１６８．

［２］冯献，李瑾，崔凯 ．乡村治理数字化：现状、需求与对策研究［ Ｊ］ ．电子政务，２０２０（６） ：７３－８５．
［３］沈费伟 ．乡村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策略选择［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２０（ ２） ：

１－１２．
［４］ Ｍｅｒｇｅｌ Ｉ， Ｅｄｅｌｍａｎｎ Ｎ， Ｈａｕｇ Ｎ．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ｒｔ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 Ｊ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９，３６（４） ：１０１－３８５．
［５］牛耀红 ．建构乡村内生秩序的数字“社区公共领域”———一个西部乡村的移动互联网实践［ Ｊ］ ．新闻与传播研

究，２０１８，２５（４） ：３９－５６，１２６－１２７．
［６］杜姣 ．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０，２０（３） ：６２－６８．
［７］赵秀玲 ．乡村善治中互联网运用及其价值［ Ｊ］ ．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９（３） ：１７５－１８３．
［８］邬家峰 ．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 Ｊ］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６） ：１２１

－１２８．
［９］王欣亮，魏露静，刘飞 ．大数据驱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路径建构［ 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８（１１） ：５０－５５．

３７

第 ３ 期 李燕凌，陈梦雅 　 数字赋能如何促进乡村自主治理？



［１０］方堃，李帆，金铭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Ｊ］ ．电子政务，２０１９（１１） ：７２－８１．
［１１］胡卫卫，辛璄怡，于水 ．技术赋权下的乡村公共能量场：情景、风险与建构［ Ｊ］ ．电子政务，２０１９（ １０） ：１１７

－１２４．
［１２］沈费伟，袁欢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０，４１（ １０） ：８０

－８８．
［ １３］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Ｍ Ａ．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ｉｍ ｏｎ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０，１８（１） ：１６９－１７７．
［１４］李立清，李昊泽 ．乡镇政府乡村整合行为的演变与走向［ 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０（１１） ：４１－４６．
［１５］张克中 ．公共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理论述评［ Ｊ］ ．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９（６） ：８３－９３．
［１６］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Ｍ］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５４－２５５．
［１７］费孝通 ．乡土中国［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９－３２．
［１８］贺雪峰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 Ｊ］ ．开放时代，２０１２（１０） ：１０８－１２９．
［１９］李增元 ．“社区化治理” ：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 Ｊ］ ．人文杂志，２０１４（８） ：１１４－１２１．
［２０］折晓叶，陈婴婴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Ｊ］ ．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１１（４） ：１２６－１４８，２２３．
［２１］裘斌，卢福营 ．论能人治理下普通村民公共参与的非均衡性［ Ｊ］ ．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２（３） ：５５－５８．

（责任编辑：宋雪飞）

Ｈｏｗ ｃ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ｚａｌｅａ” Ｐｌａｎ

ＬＩ Ｙａｎｌ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Ｍｅｎｇｙ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ｔ ｉｓ ａ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ｔｏ ｕｓ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ｅｎｄｏｗ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 Ａｚａｌｅ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ｗａ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ｕｓｔ⁃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ｍｏ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 ｌｏｃ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ｚａｌｅａ” Ｐｌａｎ

４７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